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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中国古代“鉴赏批评”的形成

李春青

摘 要:“鉴赏批评”是基于“鉴赏判断”所进行的诗文批评，是以审美趣味、情感体验为基本标准的文学批评活动。这种
鉴赏批评在中国是从西汉末期开始形成，直至东汉末期才基本成熟的。在这一过程之始，刘向、扬雄、刘歆等人起到了重
要作用。鉴赏批评的形成有赖于帝王、士大夫趣味的变化，是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。就这一语境而言，在学界流传已久
的“人的觉醒”之说是一个值得怀疑，值得重新审视的提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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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古代诗文批评漫长的历史演变中，

“鉴赏批评”究竟何时才真正形成? 在主流话语

中，以审美的而非政治的或道德的标准来考量诗

文作品的批评是如何发生的? 这种批评如何能够

突破以往严格的政教标准而获得合法性? 尽管属

于“中国古代文论”、“中国文学批评史”范围的研

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，但这一问题似乎依然有追

问的空间。
所谓“鉴赏批评”就是基于“鉴赏判断”的诗

文批评。“鉴赏判断”是康德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

使用的提法。康德说:

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，

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

认识，而是通过想象力( 也许是与知性

结合着的) 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

的情感相联系。所以鉴赏判断并不是认

识判断，因而不是逻辑上的，而是感性的

［审美的］，我们把这种判断理解为其规

定根据只能是主观的。( 康德 39 － 40)

依照康德的理论，面对一物，不是从有用无

用、善恶、对错的角度出发，不是用概念和推理的

方式，而是依据自己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来进

行的判断就是鉴赏判断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审

美判断”。在这里，我们借用康德的理论来考察

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批评标准的一次重要变化———
从单一的政教批评向包含着审美标准的多元批评

的转变。对于这种转变，我们可以从刘向、扬雄等

人的有关言说谈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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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丽”与“辞”

鉴赏批评又可称为娱情批评、审美批评，是指

直接诉诸人的情感而不是认识的批评。其实这种

批评在先秦时代已经萌芽。孔子的“尽善尽美”
之说，季札观乐的“美哉”之叹，都已经包含着鉴

赏批评的因素，但是在他们这里，鉴赏或娱情尚未

获得独立性，不是批评的主要标准，因此远远算不

得是鉴赏批评或娱情批评。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

的批评范式，鉴赏批评的出现是在西汉后期，对

此，我们可以通过对扬雄、刘向等人所使用的几个

词语语义变化的梳理来予以阐释。
我们先看“丽”字。

或问:“景差、唐勒、宋玉、枚乘之赋

也，益乎?”曰:“必也淫。”“淫则奈何?”
曰:“诗 人 之 赋 丽 以 则，辞 人 之 赋 丽 以

淫。如孔门之用赋也，则贾谊升堂，相如

入室矣。如其不用何?”( 汪荣宝 陈仲

夫 49 － 50)

淮南说之用，不如太史公之用也。
太史公，圣人将有取焉; 淮南，鲜取焉尔。
必也，儒乎! 乍出乍人，淮南也; 文丽用

寡，长卿也; 多爱不忍，子长也。仲尼多

爱，爱义也; 子长多爱，爱奇也。( 汪荣宝

陈仲夫 507)

“诗人之赋”与“辞人之赋”一“则”一“淫”，

判然而 别; 然 而，二 者 又 都 具 有“丽”之 属 性:

“则”而不“淫”为好辞赋; “淫”而不“则”是为坏

辞赋，无论“则”与“淫”，无“丽”，则为非辞赋。
可知在扬 雄 眼 里，“丽”实 为 辞 赋 的 基 本 特 征。
“丽“的本义是“偶”或“成对”: 《周礼·夏官·校

人》:“丽马一圉，八丽一师。”郑玄注:“丽，耦也”
( 郑 玄 贾 公 彦 1252 ) 。后 引 申 为“并 驾”、“附

着”、“连接”、“光华”、“华丽”等义项。在西汉后

期，随着帝王与宫廷文人辞赋歌诗创作的发展，

“丽”开始被用于对言辞的评价，指词语华美。例

如刘向《列女传》: “卫姑定姜，送妇作诗，恩爱慈

惠，泣而望之。数谏献公，得其罪尤。聪明远识，

丽于文辞”( 张涛 18; vol． 1) 。又，《汉书》载宣帝

论辞赋语: “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，小者辩丽可

喜”( 班固 颜师古 2829) 。刘向与宣帝同时，这里

的“丽于文辞”与“辩丽可喜”大约是用“丽”这个

词评价诗文的最早语例了。到了扬雄这里，把

“丽”理解为辞赋的基本特征，说明“鉴赏判断”已

经正式进入诗文评传统了。换言之，除了政教功

能之外，在主流话语中，审美或者娱情功能也获得

了合法性地位。“丽于文辞”和“文丽用寡”之

“丽”，毫无疑问是指文章辞藻的华美而言，乃属

于辞赋歌诗的审美娱情功能。我们再看下面的例

子:

或问:“君子尚辞乎?”曰: “君子事

之为尚。事胜辞则伉，辞胜事则赋，事、
辞称则经。足言足容，德之藻矣!”( 汪

荣宝 陈仲夫 60)

这里“辞”即是言说，包括辞赋歌诗在内。扬

雄虽然强调“事”的重要，但丝毫没有轻视“辞”的

意思，他追求的是“事、辞相称”的状态。所谓“足

言足容”，根据汪荣宝《法言义疏》的训释，“容”与

“用”通，亦 指“事”言。这 说 明 在 扬 雄 心 目 中，

“言”或“辞”与“事”，即事功，具有同样重要的意

义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又强调对于“言”或“辞”的修

饰之意义:

或曰: “良玉不雕，美言不文，何谓

也?”曰:“玉不雕，玙璠不作器; 言不文，

典谟不作经。”( 汪荣宝 陈仲夫 221)

《老子》有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辩，

辩者不善”之说( 朱谦之 310; Ch． 81) 。“美言不

文”之谓亦近于道家观点，旨在崇尚素朴。然而

在扬雄看来，“文”却是不可或缺的。所谓“言不

文，典谟不作经”，即是说经典除了具备美善的意

旨之外，还要有华美典雅的文辞，否则就算不得是

经典了。这说明，汉代士大夫文化经过了百余年

经典阐释与辞赋歌诗创造之后，文章修辞的重要

性日益受到重视了。这里面有一个趣味的潜移默

化过程。扬雄更进而把“文”视为圣人之为圣人

所必须的条件:

圣人，文质者也。车服以彰之，藻色

以明之，声音以扬之，诗书以光之。笾豆

不陈，玉帛不分，琴瑟不铿，钟鼓不抎，则

吾无以见圣人矣。( 汪荣宝 陈仲夫 291)

这里“文质者”之“文”乃作动词，是“修饰使

彰显”的意思。“质”是指内在的、根本性的存在，

其核心即是儒家之道。在扬雄看来，“道”是自然

宇宙万事万物之理，因此圣人不是“道”的创造

者，而是“道”的传承与阐扬者。圣人正是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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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”来完成这一任务的。如此则“文”就获得了

前所未有的伟大功能，成为“道”之表征。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据扬雄所言，圣人是离不开

“文”的，或者说，圣人是借助于“文”，即“车服”、
“藻色”、“声音”、“诗书”等文化符号的修饰来显

现自身的。因此离开了这一文化符号系统，圣人

也就不再是圣人了。对扬雄此一见解，可论者甚

多。盖士大夫阶层于西汉之末已然成为君权系统

主要支撑者，不再像汉初时受到功臣、宗室、外戚

那样严重的压制与排斥。这个阶层，特别是以辞

赋为君主所重的文章之士和以学问受到主流意识

形态青睐的经学之士，他们深知对于文化符号的

建构乃是其参与现实政治的主要途径，因此对

“文”的重视与日俱增。扬雄的“言，心声也; 书，

心画也”以及“圣人之辞，浑浑若川。顺则便，逆

则否”( 汪荣宝 陈仲夫 160，163 ) 之说，特别强调

并凸显了言说与书写的重要性，超过以往论者。
士大夫阶层对于诗文辞赋之审美、娱情功能的重

视就是建立在他们对“文”的整体性关注基础之

上的。
扬雄是西汉著名辞赋家，然而他对辞赋的轻

视却是尽人皆知的。其“雕虫篆刻，壮夫不为”
( 汪荣宝 陈仲夫 45) 之说影响其后两千年之文学

观甚巨。既依赖于言说，又轻视言说; 既依赖于书

写，又轻视书写———这反应了扬雄深刻的心理矛

盾，也反应了他所代表的儒家，乃至整个士人阶层

的深层心理矛盾。盖以儒家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原

本就是以政治诉求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阶层。
对此可从两方面言之: 首先，对于先秦的士人阶层

而言，他们诞生于乱世，是社会大动荡、大解体、大
重组的产物，他们被抛入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之中，

出于生存需要，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使这个社

会从无序状态恢复到有序状态，这也就是其所面

对的社会需求与所秉承的历史使命。因此士人阶

层天生就是政治家，其所有言说原本就是政治性

的，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。然而他们这些政治诉

求却没有相应的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来支撑，他们

手中没有政治权力，也没有其他物质力量，他们唯

一拥有的就是从以往贵族教育中得来的那些文化

知识。改造社会，为其制定规则的宏伟使命也罢，

为执政者服务也罢，都只能靠这些文化知识。于

是试图利用手中的文化知识来达到政治目的就是

先秦士人阶层与生俱来的共同特点。

其次，对于汉代士大夫而言，他们已经处身于

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中，并且在这个社会

结构中拥有了自己的位置———处身于统治阶级与

被统治阶级之间，身上带有两大社会阶层的社会

特征。这一社会地位与社会特征就赋予了他们特

定的社会功能与使命: 充当社会上下沟通的中介，

把社会联为一个有机整体。这毫无疑问同样是重

大的政治使命: 作为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

后备军，他们承担着管理国家、教化百姓、稳定社

会的责任; 作为被统治阶层中的精英分子，他们承

担着代表天下百姓限制、约束、引导统治者的义

务。
从这两方面来看，士人或士大夫阶层的基本

精神旨趣就是政治性的，事实上他们也是中国古

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与承担者。目的是

政治性的，是治国平天下，手段却是文化性的，是

言说与书写，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: 他们的努

力常常看不到预期的结果，甚至可以说，他们的言

说与书写常常是徒劳的。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知

识阶层根深蒂固的心理焦虑。即使是这个阶层的

精神领袖也会发出这样的概叹:

子曰: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从我

者其由与?”( 朱熹 77)

子曰:“已矣乎! 吾未见好德如好

色者也 。”( 朱熹 165)

他们的言说与书写常常无法如其预期的那样

落实为现实政治，这就使得他们经常处于焦虑之

中。这种焦虑也使他们一边言说着、书写着，一边

也对其言说、书写本身提出质疑。道家、墨家、法

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“文”的价值提出否定

或质疑，即使以传承“周文”为己任的儒家，也难

免经常因目标之宏大与手段之孱弱的强烈反差而

发出无奈叹息。汉代士大夫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感

受尤其深痛。我们且看司马迁的自我表白:

古者富贵而名摩灭，不可胜记，唯俶

傥非常 之 人 称 焉。盖 西 伯 拘 而 演《周

易》; 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 屈原放逐，乃

赋《离骚》; 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，孙子

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; 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

览》; 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。《诗》
三百篇，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

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

事，思来者。及如左丘无目，孙子断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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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不可用，退论书策以舒其愤，思垂空文

以自见。仆窃不逊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，

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

兴坏之理，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

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创未

就，适会此祸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

无愠色。仆诚已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

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

被戮，岂有悔哉! 然此可为智者道，难为

俗人言也。( 班固 颜师古 2735)

这是一段谈创作者常常引用的话，但鲜有人

从中读出司马迁及其所代表的西汉中期士人阶层

的心理焦虑来。这种心理焦虑表现在如下方面:

其一、以往那些有所著述的的圣贤们都是不得已

而为之的。是他们念兹在兹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

现而产生的心理郁积的产物。换句话说，倘若他

们有强有力的政治手段，就没有必要来著什么书

立什么说了。所谓“不得通其道”就是说他们的

政治理想无法得到实现。所谓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
是说将其政治理想记载下来，以希冀将来会有人

来继承并实现之。这是“有志不获骋”的焦虑，也

是“士不遇”的焦虑———这里的“志”从个人角度

看可以理解为建功立业之志; 从士人阶层角度看，

则是改造社会、为天下立法之志，从孔子、孟子、荀
子直至汉代的贾谊、董仲舒、东方朔、司马迁、扬雄

都存在着这种“有志不获骋”的心理焦虑。这里

的“遇”，从个人角度看，就是获得明君的赏识，从

而可以荣华富贵、一展宏图; 从士人阶层角度看，

则是得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机会。其二、对“文”
的矛盾心态。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

之言”看上去真是宏大志向了，简直可以与孔圣

人媲美了。然而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也无非是“垂

空文”、“托于无能之辞”而已。换言之，与士人阶

层真正的政治理想相比，这些也不过是“雕虫篆

刻”而已。汉代士大夫的志向，首先是做帝王师，

并通过改造帝王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

想。这也就是“通经致用”之意。其次则是做一

个“良吏”，通过自己的政治举措而造福一方。再

次才是著书立说，成一家之言，藏诸名山、传诸后

世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有著名的“三不朽”之

说: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”( 杜

预 1011) 。“立德”就是为世间制定法则，博施济

众，也就是做圣人兼帝王师。因此这“三不朽”与

汉儒的追求恰相吻合。所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

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云云，看上去是极为高远的

志向了，但对于司马迁、董仲舒这样的人物来说，

不过是 不 得 已 而 为 之 的 最 低 选 择。一 方 面 对

“文”寄予厚望，一方面又称之为“空文”、“无用之

辞”———这正是体现出汉儒的深刻心理焦虑。这

一焦虑在董仲舒这样的大儒身上存在着，在司马

迁这样的史家身上存在着，在司马相如、东方朔这

样的文章之士、辞赋之士身上同样存在着。扬雄

乃兼大儒与辞赋之士两种身份，前辈们的那种心

理焦虑在他的身上自然也存在着。
这种心理焦虑也决定了汉代士大夫对言说与

书写本身的价值排序。如前所述，从先秦的士人

阶层到汉代的士大夫阶层都把为社会立规则作为

人生最高旨趣，于是他们也就根据社会功用之大

小来为言说与书写定规则。所以在汉代的文化语

境中，经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传注笺证之类被视为

先王治国平天下的经验遗存，就被置于这样价值

序列的最高层级; 史传之类由于记载了以往的军

政大事，可资当政借鉴，故而被置于第二层级; 诸

子百家的议论说理之书，因多涉及政事，亦多有可

采之处，被置于第三层级。至于时人描情状物的

辞赋歌诗之作，有之不为多，无之不为少，故被置

于末流，所谓“雕虫篆刻，壮夫不为”，正表明这一

点。这里有一点需要明白，在汉代，对辞赋歌诗的

贬低与轻视并非帝王所为，而是来自士大夫阶层

的自我评价。事实上，汉代帝王，特别是武帝、昭

帝、成帝、楚元王、梁孝王、淮南王等，都对辞赋歌

诗情有独钟，颇为喜爱，并无贬低轻视之意。司马

迁《报任少卿书》: “近乎卜祝之间，固主上所戏

弄，俳 优 畜 之，流 俗 之 所 轻 也”( 班 固 颜 师 古

2732) 。他这里是说自己的先人们历代从事的史

官之职。后来人们习惯于用“俳优畜之”一词来

形容所有的文章辞赋之士。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自

视呢? 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远大的志向，想做帝王

师，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平治天下，而在现实中，他

们却只有言说和书写的能力，只能吟诗作赋、雕琢

文章。于是他们就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反差，自怨

自艾，自轻自贱，连带着对自己的看家本事也心生

鄙视了。在司马迁的眼中，连历代王朝十分重视

的史官都视为“俳优畜之”，更遑论那比史书更远

离实用的辞赋歌诗了。这种心理，也就必然导致

汉代士大夫对于“丽”、“藻”———文章之美———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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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不肯公开而充分地予以肯定了。

二、“文”与“质”

儒家从来都是强调内在品质而轻视过分华丽

的言辞与伪饰的。孔子有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、
“刚毅木讷，近仁”( 朱熹 48，149 ) 之说，无疑是在

强调内在品质的重要性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孔子

不重视言说、书写与修辞，他是主张在二者之间保

持平衡，也就是“文质彬彬”的状态。由于儒家介

入现实政治的方式主要是删述典籍、授徒讲学、游
说诸侯，因此他们与言说和书写就具有根深蒂固

的关联; 又由于儒家著书立说的目的始终是在改

造社会现实上，因此他们又从骨子里轻视言说与

书写。实际上，对于“文”———儒家承继与坚守的

文化符号系统———儒家始终是持矛盾态度: 既知

其无直接的实际效果，又不可须臾离之。孔子说:

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
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《论语》又有“子以四教:

文、行、忠、信”之 谓 ( 朱 熹 49，99 ) 。后 段 话 把

“文”列为“四教”之首，显得很重视; 而前段话则

透露出孔子对“文”的轻视。而正是基于这样一

种矛盾心态，从孔子始，“文”与“质”的关系一直

是儒家关心的问题。刘向《说苑》有一段对话专

门讨论“文”与“质”之关系，恰好反映了儒家的这

一矛盾心态。
孔子曰:“可也简”。简者，易野也，

易野者，无礼文也。孔子见子桑伯子，子

桑伯子不衣冠而处，弟子曰:“夫子何为

见此人乎?”曰:“其质美而无文，吾欲说

而文之 。”孔子去，子桑伯子门人不说，

曰:“何为见孔子乎?”曰:“其质美而文

繁，吾欲说而去其文 。”故曰，文质修者

谓之君子，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，子桑伯

子易野，欲同人道于牛马，故仲弓曰太

简。上无明天子，下无贤方伯，天下为无

道，臣弒其君，子弒其父，力能讨之，讨之

可也。当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天子也，故言

雍也可使南面，南面者天子也，雍之所以

得称南面者，问子桑伯子于孔子，孔子

曰:“可也简 。”仲弓曰:“居敬而行简以

道民，不亦可乎? 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太简

乎?”子曰 : “雍之 言 然!”仲 弓 通 于 化

术，孔子明于王道，而无以加仲弓之言。
( 刘向 向宗鲁 498 － 99)

子桑伯子“质美而无文”，被孔子称为“可”;

但是犹 嫌 不 足，故 曰“简”。孔 子 见 之，欲 使 之

“文”; 而在子桑伯子眼中，孔子则是“质美而文

繁”，其见孔子，欲去其“文”。在刘向设计的这一

语境中，“文”的作用极富意味: 对于儒家而言，质

美无文则为“易野”，即“无礼文”者。而“无礼

文”则不仅不能成为君子，而且是“同人道于牛

马”，与禽兽无异了。在儒家的价值序列中，“质”
毫无疑问是首要的，但须有“文”相配才完满。而

且还不止于此，孔子之重“文”还是因为实际上

“质”须“文”来实现。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: 孔子

欲为混乱的社会制定规则，欲为天下立法，立法就

是要正名，正名则需要言说，言说的有效性要求着

“文”。因此“文”———包括言说与书写在内的一

切文化符号系统———最根本的价值在于正名，即

为社会立规则。因此没有“文”人也就不成其为

人，只能“同人道于牛马”了。另外，与“质”相对

而言的“文”不仅具有显现、呈现、表征的含义，而

且本身就必然衍生出文饰与修辞的义项。孔子说

过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( 杜预 1036 ) ，尽管旨归

在功用，毕竟是正面肯定修辞的意义了。
但是对于“丽”、“藻”之类的文章修辞之美，

汉儒却迟迟不肯给予应有的地位。相比之下，汉

儒远不如先秦儒家那样坦荡通达。在“通经致

用”观念的指导下，汉儒把对于经典的诠释作为

文化学术之主流，以史传居其次，只讲章句训诂与

政治功用，不讲修辞。尽管有华丽繁复的散体大

赋流行于宫廷之内与士大夫群体之中，但在西汉

中期之前的主流话语中，关于辞赋文辞之美的言

说是缺席的。只是到了西汉后期，在刘向和扬雄

等人这里，“丽”作为辞赋的基本特征才被批评话

语所肯定，换言之，尽管还受到一定限制，但辞赋

的审美特性毕竟得到了承认。直到东汉末曹丕的

“诗赋欲丽”之说出来，才算是完全摆脱了儒家思

想限制，凸显了诗文辞赋的审美特征，然就学理逻

辑言之，曹丕与刘向、扬雄毫无疑问是一脉相承

的，呈现出文学“鉴赏批评”形成的过程。

三、“鉴赏批评”形成之语境分析

以纯审美为标准的“鉴赏批评”的形成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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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刘向、扬雄这里成为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不是没

有原因的，盖西汉之宣、元、成三朝，经武帝的东征

西讨之后，边患得靖，社会较为安定繁荣，在帝王

的推动下，文教事业得到蓬勃发展，诗文词赋更是

兴盛一时。刘勰尝言:

越昭及宣，实继武绩，驰骋石渠，暇

豫文会，集雕篆之轶材，发绮縠之高喻，

于是王褒之伦，底禄待诏。自元暨成，降

意图籍，美玉屑之谈，清金马之路。( 刘

勰 范文澜 672)

汉宣帝是位很重视文化学术的帝王，尝于甘

露三年主持召开著名的“石渠阁会议”，讨论《五

经》之同异，对于汉代经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

用。宣帝又善作歌诗，喜音律，尝召集天下文章词

赋之士及知音律、善鼓琴者待诏金马门。据《汉

书》记载:

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，数从褒

等放猎，所幸宫馆，辄为歌颂，第其高下，

以差赐帛。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，上曰:

“‘不有博弈者乎，为之犹贤乎已!’辞

赋大者与古诗同义，小者辩丽可喜。辟

如女工有绮縠，音乐有郑、卫，今世俗犹

皆以此虞说耳目，辞赋比之，尚有仁义风

谕，鸟兽草木多闻之观，贤于倡优博弈远

矣 。”顷之，擢褒为谏大夫。( 刘向 向宗

鲁 2829)

宣帝对辞赋的一番议论，可以代表当时主流

见解。“与古诗同义”意近扬雄之所谓“诗人之

赋”的“丽以则”; “辩丽可喜”则近于扬雄所谓

“辞人之赋”的“丽以淫”。这说明，“丽”已经成

为对辞赋基本特性的认定。观宣帝之意，辞赋具

有“虞説耳目”之审美功能，这已经足以使之存在

了，何况它还具有“仁义讽喻，鸟兽草木多闻之

观”的功能呢? 在这里，“虞説耳目”功能无疑是

主要的、基本的，而政教功能则是附带的。有时这

种娱乐功能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我们再看

下面一则同出于《王褒传》的记载:

其后太子体不安，苦忽忽善忘，不

乐。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，朝

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。疾平复，乃归。
太子喜褒所为《甘泉》及《洞箫》颂，令后

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。( 刘向 向宗鲁

2829)

王褒等人的辞赋是否具有疗疾的神奇功效是

另外一回事，这则记载至少说明在西汉后期辞赋

的审美娱乐功能在宫廷中是受到极大重视的。可

见在西汉后期，辞赋的审美娱乐功能已经为君主

及士大夫所认可，获得了合法性。这在批评史上

无疑具有重要意义。
宣帝之后，元、成二帝同样多才艺，多拔擢重

用文学才艺之士，因此在宣帝至成帝在位的这七

八十年中，文学评价标准也渐渐从单一的政治、道
德标准演变为政教标准与审美标准并立的局面。
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扬雄关于辞 赋 之“丽”与

“则”的二重标准之确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歌诗

辞赋与人之情感的密切关联也开始得到主流批评

话语的认可:

《诗》以言情，情者性之符。( 刘歆

500)

于是皇泽丰沛，主恩满溢，百姓欢

欣，中 和 感 发，是 以 作 歌 而 咏 之 也。
《传》曰:“诗人感而后思，思而后积，积

而后满，满而后作。( 王褒 959)

［……］故 诗 之 为 学，情 性 而 已。
( 翼奉 3170; vol． 75)

［……］故《诗》始《国风》，《礼》本

《冠》、《婚》。始乎《国风》，原情性而明

人伦也。( 匡衡 427 － 28)

王褒、翼奉、匡衡等人与扬雄、刘歆所处时代

相近，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，用“情”或“情性”
来作为诗歌之根本所在，在西汉之宣、元、成时代

已然成为共识。在先秦时期，把诗或《诗》或《诗

三百》与“志”相联属的语例比较普遍，在《尚书》、
《左传》、《孔子诗论》( 上博简楚竹书) 、《孟子》、
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中都有。而把“诗”与“情”或“情

性”相联属的例子则未曾一见。“志”与“情”在语

义上是有关联的，但显然更是有区别的。在先秦

语境中，与“诗”相联属的“志”大都是指“作诗之

旨”，即“所欲言说的东西”，或者是通过“赋诗”表

达赋诗者“所欲言说的东西”，均与“情”———个人

的情绪情感没有直接关系。把“诗”和“情”相联

属毫无疑问是汉儒的贡献。在言及“诗”与“情”
的关系时，《毛诗序》无疑是一篇最有代表性的文

字。其中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、“吟咏情性”、“发

乎情，止乎礼义”等说法都具有重大影响。可惜

此篇在中国文论史上极为著名的文字迄今为止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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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判定其作者和年代。根据各种文献资料以及文

化语境的变化来判断，我认为还是东汉卫宏的可

能性较大。从逻辑上看，上引刘歆、王褒、翼奉、匡
衡等人的材料，均为只言片语，远不及《毛诗序》
系统，可视为后者形成的基础与前期准备。

西汉后期直至东汉前期以“情”说“诗”的观

点之形成与“丽”成为辞赋歌诗批评的基本标准

是同一过程的两种标志性显现，这一过程就是

“鉴赏批评”或“审美批评”的形成。二者相加，恰

恰是两百多年后陆机“诗缘情而绮靡”说的最早

表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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